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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合作”下国民党在广东的
民众武装工作

∗

———以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为例

李　 浩

内容提要　 全面抗战爆发后，粤军大部北调，广东兵力空虚。 为应对迫在眉睫的日军

入侵威胁，国民党广东当局冀望于发动全民抗战，组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以协助粤军抗

敌。 广东当局在“军民合作”体制下对自卫团实行严格且颇具特色的军事训练，自卫团在

对日作战中有效弥补了粤军不足，阻滞了日军攻势。 华南战场转入相持阶段后，随着形势

的转变，加之国民党民众武装动员机制存在固有缺失，自卫团渐趋蜕化，或被中共争取，或
被日伪拉拢，引起广东当局戒备和防范，大批自卫团被缩编或改编为游击部队。 至此广东

当局尴尬地意识到，国民党固能组建规模庞大的民众武装，但组建之后却不能对其有效管

控。 此后直至抗战胜利，广东当局再也无意大规模武装动员民众，只依靠军队作战的片面

抗战路线最终形成。
关键词　 民众武装　 自卫团　 国民党　 日军

全面抗战爆发后，能否有效地实行全国总动员，乃至充分地武装民众，成为中国抗战胜负的关

键因素之一。 国民党并不否认发动和依靠民众抗战的重要性，蒋介石也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民众

重于士兵”①，但其抗战路线仍带有一定片面性，更相信军队在抗击日军时的作用。 不过，在全面抗

战初期，国民党广东当局在兵力匮乏的形势下，在军事动员方面，令人诧异地并未把扩充兵源当作

紧急要务②，而是冀望于发动全民抗战，创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为行文方便，以下有时简称“自
卫团”）这一民众武装协助粤军抗敌。 然而，国民党抗战与民众脱节，在抗战初期已显示出领导不

力、单纯依靠上层或“地方精英”等重要缺失，其在自卫团组建之初亦有体现。 但随后广东当局在

８６

∗

①
②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华南抗战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１６ＺＤＡ１３７）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委托项目《广

东抗日战争志》（ＧＤ１８ＴＷ０３）的阶段性成果。
《王俊电蒋中正》（１９３９ 年 １ 月 ３１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 ０９０１０６ ／ ０００１３ ／ ２８８。
粤军半数北调作战后，广东粤军仅剩 ６ 万余，而参战日军达 ７ 万余。 全面抗战爆发后近 １ 年间粤军总数仅增加两师又两

个旅。 参见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 ２ 卷第 ２ 分册，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３１ 页；《日军进犯华中

华南作战资料选辑》，福州军区司令部作战部 １９７８ 年编印，第 ３３ 页；左双文：《蒋介石与华南抗战》，《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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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卫团的组建及军事训练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民党民众武装动员机制

的短板。
有关抗日民众武装的研究，是抗战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长期以来备受冷落及边缘化。 近年来

在少量有关民众武装的研究中，大多侧重于中共领导的民兵、自卫队，而少有国民党组建的民众武

装的相关研究；研究地域则集中于华北、江苏地区①，华南地区较少涉及。 本文利用多种第一手资

料，通过探讨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的发起和演变，研究并回顾国民党抗战与民众关系、国民党民众

武装工作的运转及广东抗战的特殊性等重要问题，以期客观全面地反映全民抗战的历史原貌，深化

抗日战争史研究。

一、 发动全民武力，武装保卫华南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中央、地方均有全民抗战的号召。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２０ 日，蒋介石在庐山

发表讲话，号召全国人民“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

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② 不久，蒋又强调了发动民众抗战的重要性，“对于人民要普

遍宣传训练，严密组织起来”，“充分利用民力与地物，发扬自动作战精神”，以此作为战胜日本“最
根本最重要的一个秘诀”。③ 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发布告国民书说：“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

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诚能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

里以内，到处皆可做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制敌人之死命。”④并号召各地“以军事化之目的，组
织及训练民众，使之人人皆有为国牺牲之决心与技能”。⑤ １９３８ 年 ７ 月，国民政府又在《抗战建国

纲领》中要求“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指导援助各地武装人民……以充分发挥保卫乡土、
捍御外侮之效能”。⑥ 上述均体现了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在国家战略层面对民众武装动员的积极

态度。
近代以来，广东战乱频仍，大量枪械散落民间，土匪横行，民间社会械斗成风，村落炮楼矗立，有

些村舍甚至是军营式的。⑦ 民众在长期械斗及与土匪、溃兵斗争中，已然形成庞大的民众武装，具
有丰富的斗争经验。 “粤省民间藏枪之富甲于他省，而民气素盛，自卫力强”，民间散枪很多，“至少

四十万，有的说七十万以上到百万”，民间武器也较优良，“不仅有步枪，而且有新式机关枪、迫击炮

等，不仅是散的，很多是早有组织的”。⑧ １９３７ 年 １０ 月，国民党广东当局在全省近百个县（市）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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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抗日民众武装的研究较重要的有赵艳霞《太行抗日根据地民兵组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崔向东：
《辽西抗日义勇军述论》，《渤海大学学报》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王喆：《全面抗战初期江苏民间武装的兴起》，《南京政治学院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姜涛：《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民兵、自卫队———以太行根据地为例》，《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蒋在庐山谈话会席上阐明政府外交立场》，《中央日报》，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２０ 日，第 ３ 版。
《蒋总统集》编辑委员会编：《蒋总统集》第 １ 册，台北，“国防研究院”１９６３ 年版，第 ９７１ 页。
《蒋介石为南京沦陷告全国同胞书》（１９３７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编：《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

（迁都·定都·还都），重庆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２５ 页。
《大本营颁国军战争指导方案训令》（１９３７ 年 ８ 月 ２０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５ 辑第

２ 编，“军事”（１），江苏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６２０ 页。
《国民政府通饬遵照抗战建国纲领训令》（１９３８ 年 ７ 月 ２ 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５ 辑第 ２ 编，“政治”（１），第

１５１ 页。
李东华：《广东游击战》，新新出版社 １９３８ 年版，第 ３４ 页。
《军参员李为之摭陈粤政得失》（１９３８ 年 １１ 月 ５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防部史政局及战史编撰委员会档案，七

八七 ／ ８４１８；张文彬：《广东工作的综合报告》（１９３８ 年），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３６，广东省供

销学校印刷厂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３３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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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械普查，仅开平县上报的民枪就有手枪、步枪 ９３３５ 支，机枪 ４６ 挺；顺德县上报步枪 １２１６２ 支，手
枪 ９２３ 支；中山县上报各式枪械达 １０５４１ 支，另有大量未主动上报的私枪。① 广东民间武器在数量

上，甚至有的在质量上超过正规军，地方社会存在显著军事化倾向。 加之广东还是国民革命的策源

地，政治相对开明，且民族意识较强，民众具有优良的革命传统，这些均为抗日民众武装兴起创造了

有利条件。
国民党广东当局积极响应中央号召，于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发布《广东省民众武装五项措施》，提出要

开放民众武装运动，允许人民拥有枪支以实行自卫。② 第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广东省主席吴铁城

认为抗战“何时结束，演变到如何程度，殊难预料”，加之日军南侵日迫，要求“各县因应地方环境需

要及财力所能，酌情编练民团，以补保安队、警察之不足”。③ １０ 月起，日军相继占领广东高栏岛、
三灶岛、上川岛等地，广东当局以“敌迭占我粤沿海孤岛，积极南侵，故除加以重兵严密监视外，并
决定领导民众组织自卫团体，实行守土抗战”。④ １２ 月，余汉谋指出，“散在广东民间的枪支约有四

五十万，若能把这些武器充分利用起来，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力量”，并认为“持久抗战的把握，端
在发动广大根深的民众武力”。⑤ 不久余汉谋报告蒋介石时，亦提到“粤有民枪数十万，与其袖手资

敌，曷若群起杀敌”。⑥ 淞沪会战失利后，参战的粤军将领李汉魂总结失利教训，认为“此次抗战未

能积极唤起民众给予参加机会，实属死症，而当局者依然是办而不包”，并指出“我苟不办，恐亦难

以久包”，极力主张“办而要包”，切实将民众组织和武装起来。⑦
其实，余汉谋等广东地方实力派力图“发动民众武力”抗击日军侵粤，还有一深层次原因。 “两

广事变”后，广东虽归政中央，但内部派系仍旧倾轧激烈，与中央矛盾亦较尖锐。 余汉谋一面想保

存实力，另一面又顾虑引起蒋介石猜忌。 在抗战“全国一盘棋”的大背景下，蒋介石屡借抗战之名，
征调粤军大部北上，余汉谋难以违抗，但内心有所不满。 在此期间，余汉谋不止一次说道，“同蒋阿

拉做伙计，没有自己的本钱是不行的，对于自己的职务过于负责也是不行的”。⑧ 最终余汉谋把目

光投向了民众武装，原因就在于民众武装大都“寓兵于农”，亦无“国防正规军流动的性质”⑨，由余

汉谋等地方实力派创建并控制下的民众武装，在必要时可转化为保安团、游击队等地方部队，而恰

是民众武装的这种民间特性，反使得中央无法外调作战。 所以全面抗战初期，余汉谋等广东地方实

力派表面呼吁“发动全民武力”，实行“全民抗战”，实则亦是为增强自身军事实力，抵制国民党中央

削弱粤军的一种策略。􀃊􀁉􀁒
１９３７ 年 １２ 月底，第四路军总指挥部获悉日军正秘密集结兵力，图谋进攻广东。􀃊􀁉􀁓 在日军入侵

广东已迫在眉睫之际，广东当局随即召开省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发动全民武力，武装保卫华南，这
支被组建的民众武装被定名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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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传纲编：《动员纲领与动员法令》，新知出版社 １９４０ 年版，第 ８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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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电蒋中正》（１９３７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 ０９０１０５ ／ ００００１ ／ ０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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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军民合作”下的民众武装总动员

为实现“全民抗战的武装总动员”，广东当局规定省内男子凡 １８—４５ 岁有自卫枪支者均应编

入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①，并于 １９３８ 年 １ 月 １７ 日在广州成立自卫团最高统率机关省统率委员会，
隶属于广东绥靖公署。②

广东省统率委员会以余汉谋为主任，吴铁城、香翰屏为副主任。③ 因余汉谋要求自卫团的组建

应使“国家的军队与民众的武力铸成一片，以收军民合作之效”④，故自卫团省、区、县各级统率委员

会均以军人占主导。 这与以往团练、民团、商团等武装团体存在显著差异。 同时，抗战时期国民政

府民众武装的动员方针是动员与严控交相互用，“民政范围内之民众武装”应归省政府办理，其组

建的民众武装各级官佐由各级行政长官兼任，使其居于地方行政系统管辖之下，但广东的自卫团却

隶属于军事指挥机构广东绥靖公署。 对此，省主席吴铁城尤为不满，“原属民政范围内之民众抗日

自卫团组织，亦让绥靖公署办理，中央在粤同志且以为过也”。⑤ 显然，此时广东当局与国民政府的

民众武装动员方针是相左的。 但新设的军事指挥机关省统率委员会可脱离政务繁扰，有助提升战

时决策效率，更契合战时需要。 这一不同寻常之举措，亦透视出为更有效贯彻“军民合作”，原本军

政对立的广东当局在大敌当前，省政府最终被迫做出妥协。
省统率委员会成立后，即派员至各区县指导自卫团组建。 如 １９３８ 年 ２ 月，广东四邑区统率委

员会第四指导组成员奔赴西江各县，每到一县先拜访县长，尔后县长召集当地党政军人员及士绅开

会商谈组织自卫团、筹措经费、筹借枪械等事宜。⑥ 按规定自卫团“各级队长应由当地委员会督帅

当地乡镇长、保甲长来召集各地有枪人民推举”⑦，但地方政府实际执行起来往往大打折扣。 西江

各县仍搞民军方法，用封官许愿的方式委派队长。 连县统率委员会以“本县自卫团数量过多，地方

人才缺乏”为由，两次要求当局准免民众推举，“并照前缴名册迅赐给委”，最后当局无奈照委。⑧

而阳山县统率委员会的做法是由县长“拟定中队长均由乡长兼任、小队长由乡长介绍选出”，召集

乡长、保甲长开会，直接选任各级队长⑨，连由有枪民众推举的形式也没有。
由此可知，广东当局的民众武装动员仍采取上层动员方式，寄托于士绅官僚阶层，缺乏对地方

的宣传渗透，“只做上层拉拢，毫无实际工作，也没有深入下层群众中去，故农民多对此不信任”。􀃊􀁉􀁒

亦可看出，国民政府的国家权力对基层政治组织的渗透、控制并不严密，民众武装动员政策在执行

中难以落实到位。 这样单纯依靠社会上层或“地方精英”来动员及武装民众，是难与民众打成一片的，
致使自卫团在组建中出现较多问题。 如忽视民众思想动员，采用以往惯用的“命令主义”办法强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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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组织章程》（１９３８ 年 ２ 月 １ 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民国档案，００６ ／ ００６ ／ ００５５ ／ １３０ ／ １３３。
《革命的广东武装起来》，《救亡日报》，１９３８ 年 １ 月 １８ 日，第 １ 版。
陈国柱编：《抗战中的粤桂》，华南出版社 １９３８ 年版，第 １１—１２ 页。
余汉谋：《自卫团之主旨与使命》，《广东党务旬刊》１９３８ 年第 ２１ 期，第 １６ 页。
《吴铁城电蒋中正》（１９３８ 年 ３ 月 ４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 ０１０３００ ／ ０００１０ ／ ０２０。
谭明昭：《抗战初期广东西江的抗日自卫团》，李齐念主编：《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 ３ 辑，“军政类”，中国文史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２１６ 页。
《修正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组织章程》（１９３８ 年 ２ 月 １ 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民国档案，００６ ／ ００６ ／ ００５５ ／ １３０ ／ １３３。
《请仍照前呈名册核委转请核办》（１９３８ 年 ５ 月 １８ 日），韶关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１ ／ ０１ ／ Ａ１􀆰 １３ ／ ２８ ／ ３。
《阳山县统率会报告》（１９３８ 年 ３ 月 ２５ 日），韶关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１ ／ ０１ ／ Ａ１􀆰 １３ ／ ２８ ／ １４。
张文彬：《广东工作的综合报告》（１９３８ 年），《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３６，第 ３３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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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受训，使得民众多把其当成应付“官差”，甚至“有一部分民众畏而逃亡，倾家荡产逃到外洋去

的”。① 此外，有的民众在“好男不当兵”的传统心理作用下，认为“训练的壮丁要上前线，学不到三两

个月岂不是去送死？”②还有民众认为日本人打进来，“就算组织自卫团也抵抗不了日军”。③

如何使民众充分认识到参加自卫团的意义，调动民众参加自卫团的热情，成为广东当局无法回

避的棘手问题。 有鉴于此，广东当局领导层纷纷在各种场合发表讲话，或利用杂志、报刊等媒介刊

登专栏大力宣传。④ 其后又颁布优待条例，规定参加自卫团可免除兵役等。 加之此时粤军不断北

调作战，兵力匮乏，而日军的军事压迫更推动了广东当局坚决守土、武装动员民众的决心。 广东当

局借此大胆对武装动员方式做了灵活调整，如省党部书记谌小岑、第四路军政治部主任李熙寰、广
东绥靖公署党政处处长钟天心等均公开提出了统一战线口号，余汉谋也启用了部分国民党左翼人

士参与自卫团组建。 除此之外，为求进一步动员民众参与自卫团，李熙寰、省统率委员会委员翁照

垣等人还邀请许多中共人士、抗大学生参与自卫团组建，“在政治工作会议上亦公开号召学习八路

军的政治工作”，借鉴中共动员民众的方式。⑤ 其时广东成为国共合作较为深入的省份。 １９３８ 年 ３
月，为使自卫团“深入乡村，使每一个民众均有接受宣传的机会”，广东当局在各县举办“抗日自卫

团扩大宣传周”⑥，组织自卫团宣传队，在民众中“轮回歌咏、崭新宣传、时事表演”，动员民众举行

“火炬自卫大游行”，还举行抗日自卫大会、座谈会、家庭访问、个别谈话等以扩大自卫团影响。⑦ 如

在国共两党合作较为突出的合浦县，县政府把组建自卫团定为中心工作，先后动员 ２ 万余民众参加

自卫团大巡行。 随后自卫团宣传人员携带画报、图片、刊物，逐一走访农民家庭宣传，坚持相当时日

后，民众抗日热情被调动起来，于是再创办夜校，“加紧进行政治文化教育的工作，更进一步号召他

们组织自卫团，这村的自卫团起了模范作用，立即影响其他乡村，于是自卫团工作开始获得了初步

成功”。⑧ 这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传统的单纯依靠行政命令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动员手段，民众对

自卫团观感大为好转，打破了自卫团组建的僵局。
此外，广东当局独创的自卫团“军民合作”体制亦颇值得称道。 自卫团以县（市）为单位编组而

成，下设大队、中队、小队。⑨ 不仅省统率委员会各级委员多由军人担任，结合各地档案文献来看，
自卫团各级队长等干部亦普遍由军人担任。

从表 １ 可见，新会县自卫团中下层干部多是军人出身，有一定军事训练经历及战斗经验。 这也

与余汉谋所倡导的自卫团干部要由“负有乡望、娴习军事者任之”，“以收军民合作之效”相符。􀃊􀁉􀁒

抗战前的团练、民团与保甲制度相关联，是在地缘基础上把民众武装起来的地方私人武装，不完全

受政府掌控。 而自卫团摒弃以往团练、民团框架，机构设置、人事安排、军事训练及经费等均由广东

当局严密掌控，显然与团练、民团有很大差异，政府在对自卫团的控制力和组织化程度方面无疑比

以往团练、民团更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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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广英：《武装民众的政治工作》（１９３８ 年 ９ 月 １ 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３６，第 ２５１ 页。
《乡人们快起来参加壮丁训练》（１９３８ 年 ２ 月 １ 日），台山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１ ／ Ａ１􀆰 ７ ／ ２９５。
《东莞一月来乡村报告》（１９３８ 年 １ 月），《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４１，第 １６６ 页。
《自卫团政训员工作报告》（１９３８ 年 ３ 月 ２０ 日），韶关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１ ／ ０１ ／ Ａ１􀆰 １３ ／ ２２ ／ １５。
张文彬：《广东工作的综合报告》（１９３８ 年），《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３６，第 ２９９—３００ 页。
《奉令各会举行自卫团扩大宣传周》（１９３８ 年 ３ 月 １９ 日），韶关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１ ／ ０１ ／ Ａ１􀆰 １３ ／ ２３ ／ １８。
《组织宣传队普遍扩大宣传案之实施办法》（１９３８ 年 ４ 月 １ 日），韶关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１ ／ ０１ ／ Ａ１􀆰 １３ ／ ２２ ／ ２２；《自卫团

各县巡回宣传队计划》（１９３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韶关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１ ／ ０１ ／ Ａ１􀆰 １３ ／ ２２ ／ １７。
《救亡运动在合浦》，《抗战大学》第 ２ 卷第 ３ 期，１９３８ 年 ９ 月，第 １２ 页。
《修正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组织章程》（１９３８ 年 ２ 月 １ 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民国档案，００６ ／ ００６ ／ ００５５ ／ １３０ ／ １３３。
《余汉谋呈蒋中正》（１９３８ 年 ２ 月 ３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 ０８０２００ ／ ００４９４ ／ ０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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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新会县自卫团第二大队官佐履历表

姓名 队别 职务 出身 履历 战斗经验

周汉镗 二大队 大队长
中央军校四分

校学员总队

一五六师及一八七师连长、新会警察

游击队队长

陇海线兰封、商丘、睢县、
杞县之役，江门抗日诸役

梁侣瑭 二大队 书记 不明

一八七师二等军需佐、四战区兵站总

监二等军需佐、新会警察局游击队事

务员

陇海线兰封、商丘、睢县、
杞县之役，江门抗日诸役

周国仪 四中队 副中队长
第 十 三 师 教

导队

十三师三七团三营九连排长、第二军

教导团一营三连排长
汤坑之役

叶少强 五中队
特务长、
司书

第五军军事教

导队

十八师三连特务长、南京总司令部警

备团通讯队队附，海军四舰队排长

二次东征，北伐武昌、南

昌、龙潭、三水、琼崖诸役

周耀祖 五中队 副中队长
中央军校四分

校甲级步兵科

中央军校第四分校军官学术研究班学

员、第四分校少尉服务员、新会游击指

挥服务员

江会抗日诸役

周炳辉 五中队 小队长
第八路军燕塘

教导队学员队

第八路军班长，独三旅排长、新会社训

队训练员、第五游击区自卫团小队长
琼崖战役、福建漳州之役

李胜超 五中队 小队长
第五路军学兵

教导队

粤军二师中士班长、三江乡警卫队小

队长、新会自卫团三大队小队长
江会水南及都会抗日诸役

黎文钊 六中队 副小队长
中 区 警 卫 训

练班

四战区第五游击区独立大队二中队

班长
江会抗日诸役

　 　 资料来源：《新会县自卫团第二大队官佐履历表》（１９３９ 年 ６ 月 １ 日），江门市新会区档案馆藏，民国档案，００１ ／ Ａ１􀆰 ００６ ／ ００２４。

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的组建引起了各界瞩目，有报道称，对广东的自卫团“蒋委员长亦极关

注，函电余汉谋、吴铁城加紧完成”。① １９３８ 年 ３ 月，蒋介石为自卫团性质、权责做出诠释，即为“纯
粹人民自卫武装”及“负责抗击暴敌与巩固后方治安两面任务”。② ４ 月中旬，全省 ９０ 多个县市已

成立自卫团统率委员会，编组团员近 ７０ 万人，自卫团组建成效显著，再次引起蒋介石关注。③ 至 ５
月下旬，全省已编成常备队、后备队 ８０ 余万人，拥有枪械 ７０ 余万杆。④

回溯自卫团发展历程可知，其组建并未遭遇太多阻碍。 民众高涨的抗战热情，国共合作下武装

动员方式的调整，并始终受到蒋介石特别关注，加之日军侵粤较晚，如此得天独厚的条件下，自卫团

组建成效颇为显著。

三、 动员与严控下的自卫团嬗变

惠广战役后，余汉谋被革职留任，国民党中央军亦入驻广东，蒋介石借此开始直接插手自卫团

３７

①
②
③
④

《自卫团编组之急进》，《香港工商日报》，１９３８ 年 ２ 月 ２６ 日，第 ６ 版。
《保安队及自卫团厘定权责》，香港《工商晚报》，１９３８ 年 ３ 月 ２１ 日，第 ２ 版。
《蒋委员长重视粤发动自卫团》，《天光报》，１９３８ 年 ４ 月 １２ 日，第 ２ 版。
《统率会检阅全省自卫团》，《天光报》，１９３８ 年 ５ 月 ２２ 日，第 ２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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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 １９３８ 年 １１ 月，蒋介石指示余汉谋、吴铁城，“游击、自卫等队不得干涉地方行政与截留财

政”。① 不久，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提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方针，遂电粤将自卫团改编

为游击队。② 战区及邻接战区、铁路公路线、沿西江各县自卫团缩编予以保留，非战区自卫团酌情

保留，其余暂行遣回。③ １９３８ 年 １２ 月，李汉魂接替吴铁城成为广东省政府主席。④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蒋
再电粤，令自卫团归省政府管理。 ３ 月，余汉谋致电军政部，“遵将粤省自卫团统率委员会暨各区自

卫团统率委员会办事处、各县统委会一律取消”，归省政府管辖。⑤ 至此，在蒋介石强力干预下，自
卫团被大量裁编，并从广东绥靖公署转归省政府管理，不再独立于地方行政系统之外。 需要指出的

是，李汉魂依靠蒋介石扶持得以继任省主席，任职后为巩固自身地位，在“拥蒋”方面极尽所能。 而

日后省政府对自卫团实行的一系列举措，亦是李汉魂积极贯彻国民政府对民众武装实行动员与严

控方针的一种体现。
此后，广东当局对自卫团缩编、扩编或改编为游击队，一再反复，使其始终在可控范围内。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当局获悉日军图谋南路，为补军队不足，即电各县增编自卫团 １７ 大队协助布防。⑥ １９３９ 年

２ 月，为增强游击部队力量，当局又将沦陷区及相邻地区的中山、东莞、增城等 １４ 县自卫团改编为

游击队。⑦ 但时隔不久，当局发觉游击部队后续补充不足，便又提出“沦陷区各县游击队来源系取

决于各县自卫团队，故各县自卫团不仅有维持之必要，且更宜加紧进行”，要求继续组建自卫团，
“至相当时期即拨入游击队”。⑧ 至此，自卫团成为全面抗战初期广东在沦陷区、交战区游击部队的

主要来源。 可见，抗战转向相持阶段后，广东当局对自卫团转变积极扶持的态度，渐趋严控，把其当

作游击部队扩编的主要手段，对民众武装仍采取防控心态，但又因战情变化，不得不对其进行“松
绑”。 这两难窘境也验证了国民党是从战情需求的立场，功利地利用民众武装。

从深层次分析，国民党当局态度如此反复，其实原因颇为复杂。 虽然民众武装耗费饷械较少，
但民间特性显著，成分复杂不易控制，如利用不得当，便会在“亦勇亦匪”或“抗日降日”间相互转

化。 抗战转入相持阶段，随着战场形势转变，多地自卫团逐渐蜕化。 对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

奎批评许多自卫团内部节制无方、管理涣散，向民众苛征税费、强征保护费，甚至包庇烟赌，民怨极

大，“苟不图速整理”，“抗战前途亦大受影响”。⑨ 而沦陷区、交战区有些自卫团为求自保，渐趋分

化，“一班人马”三个招牌，对国、共、日伪三方各有一套应付手段。 广东当局在强化管控自卫团同

时，规模庞大的自卫团亦引起中共广东地方党高度重视，其在建立自身武装中意识到，在国民党军

队中发展组织较易暴露目标，遂适时调整思路，把争取自卫团作为“当前最重要最中心的工作”，通
过多种途径争取到自卫团各级队长职务，并在其中建立起党支部，以期把自卫团缔造成“游击战争

的支柱”。 中共对自卫团的渗透，引起了广东当局的恐慌与防备，并着手严密防范。􀃊􀁉􀁒 日军对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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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致余汉谋》（１９３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 ０２０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５ ／ ０２０。
《改组粤自卫团》，香港《大公报》，１９３８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第 ５ 版。
《余汉谋电蒋中正》（１９３８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 ０８０２００ ／ ００２８７ ／ ０１７。
《蒋中正电吴铁城》（１９３８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 ０１０３００ ／ ０００１８ ／ ０３９。
《调整粤省地方团队情形案》（１９３９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政部档案，七七三 ／ １０９７。
《南路各县增编自卫团十七大队》，《香港华字日报》，１９３９ 年 １ 月 １０ 日，第 ６ 版。
《十四县自卫团均改编游击队》，《香港华字日报》，１９３９ 年 ２ 月 ２６ 日，第 ６ 版。
《中央辅助粤省自卫团经费》，《香港工商日报》，１９３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第 ７ 版。
《查禁籍筹自卫团队费税向人民征收》（１９３９ 年 ２ 月 １９ 日），佛山市顺德区档案馆藏，民国档案，１ ／ ２ ／ ０６２０ ／ ０００６；《张发奎

日记》（１９３９ 年 １ 月 ２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复印件。
《自卫团队长对团员加强防范以免不测》（１９３８ 年 ８ 月 ２ 日），梅州市大埔县档案馆藏，民国档案，１ ／ Ａ１􀆰 ６ ／ １８ ／ ０００５；张文

彬：《广东工作的综合报告》（１９３８ 年），《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３６，第 ３３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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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亦格外关注，在其极力拉拢下，自卫团出现了一些投敌或通敌现象。① 同时日军还派大批汉奸、
间谍混入自卫团窃取情报，制造混乱，极为猖獗，连省统率委员会常务委员蔡廷锴亦两度被汉奸泄

露行踪，遭日机袭击重伤。② 自卫团管理处处长熊略忧虑地谈道：“自卫团是把利刃，我们能够善为

利用，则可卫乡奸敌，若使用无方反资日用，更为痛心。”③以上种种因素，最终加速了广东当局大规

模缩减自卫团的决心。
需要指出的是，抗战初期广东当局武装和动员民众一度颇为积极，但却如原广东省政府主席陈

铭枢所言，北伐以后，国民党党员“全官僚化了”，基层组织亦大多为地主土豪所把持④，意识形态及

统治基础与底层民众是对立的，又囿于基层政治机构散漫和党务运作薄弱，故无法建立一套自上而

下的严密政权、党组织以及动员模式。 国民党又无魄力去触动统治基础的利益，致使民众既无法获

取诸如“二五减租”等经济利益，又得不到“自治”和“民权”的愿景。 伴随战事的旷日持久，民众抗

日激情、动力渐渐消退，广东当局组建的民众武装难免缺乏坚定的抗战信念，随着战场形势转变，逐
渐蜕化，并成为中共争取和日军拉拢的对象。 广东当局无法对规模庞大的自卫团有效管控，故采取

防控心态和改编为游击部队的举措，也是权衡利弊之下的无奈之举。
１９３９ 年 ９ 月，国民政府军政部下令在全国推行国民兵团制度。 广东当局遂将自卫团改为国民

兵团自卫队，至此，广东当局组建的民众武装不再独立于国民政府主导的民众武装体系之外。⑤

四、 “教而后战”：游击战术下的军事训练与对日作战

日军与抗战前广东民间的土匪散兵的战力不可同日而语。 广东当局深谙仅动员和武装民众是

远远不够的，对民众武装如无系统严格的军事训练，对日作战便无从谈起。 故自卫团的军事训练工

作亦受到广东当局高度重视，并根据广东特有的地理环境、自卫团编制、装备、民众素质等因素，制
订出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军事训练计划。

省统率委员会规定自卫团组建后，应加紧实施 ３ 个月军事训练。⑥ 训练内容含游击战术、步兵

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等。 在集训及召集作战期间由政府予以给养，平时以无给养为原则，如此

自卫团便可“平时各执本业，战时抗敌自卫”。⑦ 政府极大节省了军费开支，便可维持规模庞大的

武装力量。 在“军民合作”体制下，自卫团军训教官全部由军校或军队调派军官充任。 为提高教

官军事素养，广东当局还成立干部研究班以“培养教练人才”。 而对各级队长，则在广东各地设 ８
个自卫团干部教导队施以干部教育，军事政治并重。⑧ １９３８ 年 ６ 月，蒋介石电粤，日军 ６ 个师团即

“由海丰惠来等处登陆”。⑨ 对此广东当局加紧备战，鉴于自卫团缺乏实战经验，特为其专门制订

“敌对抗演习方案”，进行实战演练。􀃊􀁉􀁒 沿海多地如潮州、汕头、江门等，随即举行自卫团“沿海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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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纵队史》编写组编：《珠江纵队史》，广东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１９ 页。
《举报汉奸间谍奖惩办法》（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 ６ 日），韶关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１ ／ ０１ ／ Ａ１􀆰 １５ ／ １８ ／ ２５；谭明昭：《抗战初期广东

西江的抗日自卫团》，李齐念主编：《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 ３ 辑，“军政类”，第 ２１６ 页。
《熊略将由汕返韶关》，香港《大公报》，１９３９ 年 １ 月 １７ 日，第 ５ 版。
《陈铭枢日记》（１９３７ 年 １１ 月 ４ 日），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编：《陈铭枢将军图文集》，团结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２１２ 页。
《全省加强地方组训方案》（１９３９ 年 １０ 月 ３ 日），汕头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５ ／ １０３ ／ ２８６。
《自卫团员给养问题精神讲话》（１９３８ 年 ８ 月 １ 日），韶关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１ ／ ０１ ／ Ａ１􀆰 １５ ／ １８ ／ １７。
《修正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组织章程》（１９３８ 年 ２ 月 １ 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民国档案，００６ ／ ００６ ／ ００５５ ／ １３０ ／ １３３。
《自卫团训练计划决定》，《香港华字日报》，１９３８ 年 ２ 月 ２２ 日，第 ２ 版。
王正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４１），台北，“国史馆”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６０９ 页。
《自卫团假设敌对抗演习方案》（１９３８ 年 ６ 月 ２２ 日），韶关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１ ／ ０１ ／ Ａ１５ ／ ３２ ／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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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演习”。① 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多次电令粤军北上，广东兵力愈加匮乏。 余汉谋回电，粤军

“奉调数量已逾一半，广东兵力薄弱，若再增派一师支援汉口将更感空虚”。② 国民政府对日作战呈

现重鄂轻粤局面。 在此境况下，广东当局对自卫团愈加依赖，把其称之为“协助政府抗战守土之唯

一利器”③，对自卫团军事训练标准随之也不断提高。 除常规训练外，广东当局认为自卫团以往“仅
限于步枪教授，对于新式军械尚感缺如”，决定对“受训之自卫团队一律施以机关枪、大炮等装备训

练”。④ 在战术方面，则“尤侧重于山地战及游击战，以适合粤省地理上之需要”。⑤ 随着华南战场

转入相持阶段，大规模战事渐趋停息，敌后游击战遂转为自卫团的主要作战方式。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广
东当局再次强调自卫团要重视运用游击战术，“各团队充量发展广泛游击战略，勿固守一城一地之

阵地战”等⑥，并下令各地驻军应就近协助自卫团军事训练，以进一步强化实战水平及“军民合作抗

战”。⑦ 整体而言，广东当局对自卫团军事训练周密、分工细致、要求较为严格，也为其后的对日作

战奠定了一定基础。
需要提及的是，自卫团虽一度有逾 ８０ 万之众，但作为一支民众武装，主要任务为“协助国军，

担任游击战斗”，并非以正面作战为主。⑧ 因团员大多“寓兵于农”，分散于各乡镇，平时以无给养

为原则，故作战范围只能“均以县境为限”⑨，导致广东的自卫团数量虽多，但人数平均至每县，与惠

广战役中侵粤的 ７ 万余日军相比反居劣势。
自卫团的作战范围以县境为限，致使邻近各县自卫团无法集中抗击日军，但如各县境内的自卫

团在面临小股日军侵扰时，却可做出应对。 广东当局曾针对自卫团平时分散各乡镇的情形，为其制

订了特定战术。 一个总的作战策略就是“联防战术”，规定各县内“集中训练团队应与县市自卫团

集训团队确实联防”，“今后如果甲地发生战争，乙地自卫团须迅速开往协助，至于消息上之沟通，
亦已缜密布置情报网”。􀃊􀁉􀁒 广州沦陷后，日军一部进犯江村、人和，当地自卫团“于蒋村、高塘、蚌湖、
人和数十里间之线凭流溪河布防……附近各乡自卫团队愈聚愈众，多至数千人，轮流加入战线坚决

御敌，彼此相持，敌极难进展”。􀃊􀁉􀁓 １９３８ 年 １１ 月，日军 ３００ 余人自人和沿公路向鳖头墟进发，“自卫

团队长李裕民督率所属团员二百余名先向敌兵迎击，各乡自卫团闻警声援者二千余名”。􀃊􀁉􀁔 通过联

防战术使得分散的自卫团有效集结，便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变劣势为优势，短期集中优势兵力

合力抗击日军，极大提升了战斗力。
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在全面抗战前颁布的《步兵操典新草案》中规定：“战斗期间尤以地形所

许时，应极力实行包围，不能行包围时亦应利用有效之斜射、侧射，以期获得依射击行包围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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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①该战术在自卫团对日战斗中多次得到有效运用。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日军一部进犯东莞石龙，
“敌船果乘风驶下，我团队沉着潜伏，待至有效射程齐起猛击……激战三小时后，我派队向其两翼

包围，同时施行正面突击，敌遂不支狼狈逃回船上”。② １９３８ 年 １１ 月，日军一部进犯东莞怀德，县统

率委员会主任张我东令各团队“即行出击，并分兵向敌左侧背迂回包围，困敌于黄田山附近”。③
１９３９ 年 ３ 月，日军一股进犯新会县天河等地，该地自卫团“驰回中队部左侧方高地侧击，并电话饬

令第二小队同时向敌之背夹击”，战斗中又“电话饬令预备队占领罗江附近高地，向敌侧击”。 但在

南涌坳，自卫团遭受日军猛烈火力打击未能及时转移，致使伤亡、失踪达三分之二，弹药消耗过半，
“势难再支故迫得向棠下撤退”。④ 可见作为一种步兵战术典范的包围夹击得到有效应用，但有时

亦有失效或机械运用情形。
省统率委员会在针对民众游击战训练时指出，游击战中最重要的就是埋伏、突袭。⑤ 对日设

伏，是自卫团常用战术之一。 日军有装备、战斗素养上的优势，但自卫团如在某一点集结高度密集

火力及绝对优势兵力，强化战斗突发性，便可抵消日军技术优势，亦可填补自卫团战术素养的不足，
往往可以弱胜强。 因广东许多地区河流纵横交错，当局强调自卫团应因地制宜，“埋伏河道两旁适

宜地点以机枪扫射”。⑥ 如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日军汽艇 ３ 艘驶入中山九区，该地自卫团即前往埋伏，不
久日军驶入内涌，大队长叶民“趁其猝不及防号令一发，机关枪、步枪纷向敌艇扫射，手榴弹亦同时

抛出，当场击沉汽艇三艘，毙敌多名”。⑦ １１ 月，增城自卫团于溪头附近莞太公路两旁潜伏，“日军

三十六人以行军纵队循公路前行”，“正中我伏兵，乃开机关枪扫射，左右夹击，敌兵无一生还”。⑧
１９３９ 年 ３ 月，增城福和日军大部下乡抢粮，营地空虚，自卫团趁夜“乘势冲进敌营，营内敌兵三四十

仓皇应战……逃脱日军仅三四人，我部并纵火将敌营焚烧”。⑨ 总的来说，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

的日军，自卫团利用熟悉地形和乡土的优势，灵活运用游击战中的伏击、突袭战术，战果颇丰。
众所周知，“破袭战”是华北中共敌后游击战的常用战术，而广东的自卫团也常用此战术打击

日军。 自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起，惠阳自卫团便对日交通运输线持续了一年的破坏，“蚬岗桥屡为我破坏，
敌无法修复加以利用，而惠河公路及通龙门公路亦由我团队将之破坏，而沿途团队紧密联络严密准

备，故敌自十一月以后不敢再由此进窥”。􀃊􀁉􀁒 １１ 月起，三水自卫团也开始有计划破坏日军运输线，
“至各处公路本月起多以自动破坏，车辆不能通行，其破坏程度极为彻底”。􀃊􀁉􀁓 另外，自卫团在毁坏

日军战略物资方面也尤为活跃。 １９３９ 年 ３ 月，广州市郊自卫团李大同部“探悉日人集中大批弹药

存放于河南白蚬桥外之源利货仓，纵火焚烧，时值风势猛烈，火势瞬间燎原，全仓着火”。􀃊􀁉􀁔 自卫团

灵活运用游击战中的破袭战术，给日军后方造成相当威胁，使其作战行动迟滞，补给困难，有效打击

了日军侵略气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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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广战役后，日军占领广州及珠三角部分地区，但自卫团“仍多携械潜伏各地参加游击战，故
沦陷区内作战抗日者多属各地自卫团”。① 粤军在兵力不足形势下仍有效遏制了日军攻势，显然与

自卫团有力牵制密不可分。 对此，占据广州及附近的日军颇为懊恼，抱怨自卫团“以西江右岸新会

附近为根据地，不断对珠三角地带进行扰乱”。②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亦谈及自卫团“屡向敌

军袭扰，予敌以极大威胁，颇著劳绩，抗战前途殊深利赖”，评价颇高。③ 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对

自卫团作用也做了充分肯定，“国军之助于自卫团队之协助极多”。④

余　 论

其实，早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之际，国民政府内政部即在包括广东在内的各省份组织了义

勇壮丁队、义勇警察队、高中以上学校军事训练团队等民众武装。 各类民众武装官佐均由各级行政

长官兼任，主要任务为维持地方治安，战时为军队提供勤务。 这些民众武装中仅壮丁队配备了少量

枪械，一般不能直接参与对日作战。⑤ 随着粤军大部北调，广东兵力匮乏，处在日军强大军事压迫

下的广东当局冀望于利用广东丰富的民间散枪，“发动全民武力”，同时亦为了保存实力，抵制国民

党中央的削弱，在上述民众武装之外，又创建了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直接协助粤军对日作战。
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组建伊始，便引起了蒋介石的关注和重视，在 １９３８ 年 ２ 月至 ４ 月间，多次

电令广东当局加紧完成。 １９３８ 年 ４ 月下旬，蒋更是下令在交战区、沦陷区省份创建国民抗敌自卫

团，协助国民党军队直接参与作战。⑥ 虽然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与国民抗敌自卫团均属国民党组

建的抗日民众武装，但两者实有很大差异。 “军民合作”是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的显著特征，“负有

乡望、娴习军事者”的在乡军人担任自卫团各级官佐、教官，确保了作战效能的有效发挥。 但是军

人控制下的自卫团因不受地方政府节制，屡屡出现苛征税费、包庇烟赌等扰乱地方治安行为，这亦

是其日后被大规模裁撤的重要原因。 而国民抗敌自卫团遵循“不紊乱行政系统，且须在任何情况

下能受地方行政长官之指挥”的原则，各级官佐仍由各级行政长官和保甲长兼任。⑦ 这样虽然有利

于政府强化对民众武装的控制，但亦使得其作战效能大打折扣。 在数量规模上，广东当局为缓解兵

力不足，号召“发动全民武力”，实行“全民抗战”，至惠广战役前，组建的自卫团员数量一度逾 ８０ 万

之众。 而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对民众武装工作的方针是动员与严控交相互用，有意控制国民抗敌

自卫团规模，即便是组建较为突出的浙江，其团员数量亦仅 ９ 万余人。⑧ 最后，在武器、装备上，因
广东民间“藏枪之富甲于他省”，加之华侨众多，为自卫团捐赠了大批新式武器。 如台山华侨不但

为家乡自卫团配备高射炮等重型武器，甚至还尝试过组建机械化自卫团，广东沿海、沿交通线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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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卫团还专门配置了电话、电报用以战时联络。① 而其他各省国民抗敌自卫团因枪械匮乏，大多

冷热兵器混用，如在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号召组建 １０ 万枪械的自卫团，其中许多仍以梭镖、刀矛、鸟
枪充数。②

学界普遍认为国民党执行依靠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并未意识到民众武装的巨大作用。 但是

纵观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发展轨迹可见，上述结论亦有不严谨之处。 全面抗战初期，国民党广东当

局独创的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采取了迥异于片面依靠军队抗战的全民抗战路线，便是国民党实行

全民抗战的一次努力和尝试。 与抗战时期华北、华中地区中共领导下民众武装的蓬勃发展相比，此
时广东的民众武装工作亦并不逊色。 但国民党因依靠的统治基础、意识形态根本上与底层民众对

立，广东当局既无法以阶级斗争学说的动员模式来武装民众，又因国民党党务运作薄弱、基层政治

机构散漫等因素亦无法有效地以党团体制来管控自卫团。 广东当局虽尝试改变其民众武装工作机

制，但也仅能限于政策框架内进行关系调整。 总之，广东当局在经历了全面抗战初期短暂而积极的

民众武装动员后，却尴尬地意识到，国民党并不能对规模庞大的民众武装进行有效控制，甚至存在

被中共和日伪利用的危险，这亦是国民党民众武装工作的症结所在，索性最终采取严控模式，缩编

或改编其为游击部队，实也出于有心无力的无奈之举。 自此，直至抗战胜利，广东当局再也无意广

泛武装及动员民众，仅依据战情需要，少量武装民众以补军队不足。 同理，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

武装和动员民众武装亦一度颇为积极，在各省份组建了为数众多的义勇壮丁队、义勇警察队、学校

军事训练团队等民众武装，其后又在各省沦陷区、交战区组建国民抗敌自卫团。 但转入抗战相持阶

段后，亦面临与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相同的窘境。 从此全民抗战的武装总动员渐趋消沉，国民党依

靠军队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最终形成。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华北、华中等地的中共武装已形成正规军、地方部

队、民众武装相互依靠的三结合军事体系。③ 为数众多且有一定军事经验的民兵成为中共军队的

重要来源，军队扎根民众，兵员用之不竭。 国民党虽亦有三种形式的军事体系，但因难以深入基层

掌控大量民众武装，无奈只能将其缩编，地方武力渐趋不足。 对此，国民政府军政部不得不下令：
“自卫队为地方武力，不得改编为游击队，以免减编民众自卫力量。”④最终国民党军与民众武装脱

节，其军队悬浮于社会基层之上，所征壮丁亦多属毫无作战经验的农民⑤，兵员素质下滑，继而造成

军队战力锐减。 毛泽东谈道：“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⑥而民众武装

则是这深厚根源力量的具体体现，谁掌握了社会基层及民众武装，谁就掌握了战场角力的力量源

泉。 最终，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共角逐中，中共战胜国民党，取得了全国政权。

〔作者李浩，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马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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